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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反思科技民族志＊

□张劼颖，李雪石

［摘　要］　尝试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反思科技民族志，对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这一问题做出回
答。建构论是人类学研究科技的起点；而拉图尔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试图超越科技的文化建构
论，提出政治生态学的进路以研究社会、自然和科技的行动者网络。人类学将科技视为文化和社会
实践，以民族志对其进行书写。民族志对不同文化与知识做出转译和全观式的深描，对于科学技术
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科技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本质上和一般民族志有相同之处，又有独
特的地方。对于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是科技民族志工作的核心，“互动性专长”的获得是
这一工作的关键。田野工作对所涉科学知识的把握，与研究所采用的进路及分析框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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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个涉及诸多人文学科，以科技为对象的ＳＴＳ（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正在兴起。

与此同时，科学家则深感被无知者冒犯甚至激怒。自然科学展开自卫的著名例子是“索卡事件”（Ｓｏｋａｌ　Ａｆ－
ｆａｉｒ）。①“科学战争”随之展开———科学界与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史、科学哲学、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主
义、女性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关于“科学知识的本质以及科学与它所探讨的世界之关系的……对立哲学观
点的多元之争，即建构论与实在论的争论”（陈瑞麟，２０１５：１４１－１５５）。人文研究者将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
象，相信其生产是科学家群体之间竞争、协商、共识，并与其所处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时代文化乃至
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家则认为这样的描述充满了逻辑谬误和恣意想象，把科学真理的诞生说成是偶然的、

人为操弄的结果。科学家相信，物理世界本身和科学都是客观实存、不可解构的，人文研究者将建构论、相对
主义用于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双方的相互了解也在论战中形成，科学与人文阵营均有学

者尝试做出对话、自省与折中，增进了互相的理解。另一方面，人文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光谱当中，有
的对科学的知识霸权及其折射的意识形态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也有人反思，在解构科学这件事上，专业的界
限是不能消除的（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２：２３５－２９６）。

无论科学家的被冒犯，还是人类学同仁的焦虑，都折射了其对“建构论”的深刻怀疑。浅显的解构确实过
于轻易：指出科学技术是“建构的”，其与社会“共同生产”，一个研究就宣告完成。拉图尔曾经语带讽刺地模
仿对建构论的批评：如果你认为地心引力的规律也是社会建构的，那么请你从１５楼的窗户跳下去（拉图尔，

２０１５：２３）。事实上，说科学是“建构的”，是将科技作为社会活动或社会事实来理解（Ｓｉｓｍｏｎｄｏ，２０１０：１０）。

宣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至少意味着如下视角：其一，强调其参与者（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行动作为社会

实践的属性。ＳＴＳ将科学家或工程师同样视为社会成员，观察其社会行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行动生产的是
科学而予以豁免。其二，强调历史性、过程性的视角。科学知识常常被表征为无时间的、永存恒定的真理，而

６２１

＊

①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环境治理的科技社会学理论与案例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ＣＳＨ００７）。

为了揭露人文对科学研究的肤浅与荒诞，量子物理学家索卡（Ａｌａｎ　Ｓｏｋａｌ）模仿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行文风格，写出论文
《跨越边界：迈向一种量子重力的转型诠释》（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ｇｒａｖｉｔｙ），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投稿。这篇故意写得漏洞百出、胡编乱造的文章居然过审，被杂志接
收了。随后，索卡得意地宣布揭开了皇帝的新衣。



ＳＴＳ研究则将其生产的历史乃至具体的、偶发的事件纳入分析。最后，强调其社会嵌入性，即“把科学知识和

技术放在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脉络中去考量”（ＬＡＷ，２００４：１２）。即使是建构主义者内部也并非铁

板一块。对于“科学的知识是何以被建构的”，有着不同的理解路径：如英国的爱丁堡学派（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和巴斯学派（ｔｈｅ　Ｂａ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两大研究阵营，前者是以阶级和社会利益等结构概念为分析框架，后者

则以互动分析为中心，较之前者更加强调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尽管存在差异，他们都试图通过社会

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认为是社会而非自然因素决定了这些知识，从而站在建构主义者的激进一面
（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８２：８５－１１４）。

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主张，提出了一种超越建构论的社会思想。他指出，无论是认为科学是社会建构

的，还是非社会建构的，都是一种将科学与社会视为“彼此分立的自治领域”，是起源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
“两院制”———自柏拉图以降，人们逐渐开始将世界区分为哲学家（科学家）掌握其真理的真实、本质、稳固的

自然世界，以及一个杂芜的社会世界。在当前“两院制”的真理框架当中，科学及其专家成为真理或“事实”的

代言人宰制永恒的自然世界，并且不受社会／政治的权力干预。而这导致的结果是：“（洞穴）神话首先要求我

们所有人类都下到洞穴，割断我们与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去与同伴的所有接触，放弃科学工作并开始

变得野蛮愚昧，充满仇恨，麻痹瘫软，纵情虚构”（拉图尔，２０１５：３０－３１）。换句话说，建构论也是“科学－社

会”的二元论。要比建构论走得更远，就需要将“科学／自然－社会”，视为是同一个相互交织的集合。要在研

究当中带出更多的“丰富性、异质性、多元性、本地性、争议性……人和自然／非人，本地与全球的纠葛，异级的

组合”（拉图尔，２０１５：４３）。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将社会事实视为是不同的行动

者———包括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如科技、设备、环境、生物）———共同参与编制的动态网络，分析网络中不同

的要素是如何联结起来的，追溯这些联结、转译和协商的过程，从而描绘一种复杂动态的社会事实（ＬＡ－
ＴＯＵＲ，２００５：２４７－２６２）。

总之，建构论是人文研究科学的起点，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不过，从建构论到行动者网络

理论，对于科技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仍在进行，ＳＴＳ的研究框架也在不断演变。关于唯名／唯实、相对主义等

哲学探讨，本文无意涉入更深，留待科学哲学的分辨。这里试图指出的是，人类学对于科技的书写和分析，仍

然是民族志，即科技民族志。

二、科技民族志理论：科技与文化的相关性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中，科技与文化存在着“过密的包含和渗透”，因而，科技人类学的核心是“寻求技术

与文化的相关性，即在文化与技术的相互关照中，寻求各自的变迁细节及共变规律”（秦红增，２００８：６）。以科

学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具有双重含义：将科学作为文化，并研究科学的文化（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９９５：１６３）。

在既有的少数民族技术、传统技艺研究当中，技术与文化密切相关。一些研究关注特定的技术，如制盐、

制茶、造纸等技术，试图理解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与技术实践的互动。以制茶为例，正是技术让作为自然之物

的茶被“文化化”，成为社会之物（杨曾辉，２０１６：４３）；制茶技术的多样化，是因为它既受当地生态系统的制

约，又根植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崔海洋，高翔，杨海鑫，２０１５：７４）。另外一些研究聚焦少数民族的“生态知

识”，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管理及灾害应变等方面，将其视为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传统智慧。例如，中国西北

和西南少数民族对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有着丰富的经验（罗康隆，刘海艳，２０１３：３７），麻山苗族则积累了高效

利用与精心维护喀斯特生态、防治石漠化的经验（杨庭硕，２００７：２４）。还有一些研究将少数民族的技术置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络中，将技术视为文化的传承，例如，竹制品工艺承载了地方的集体记忆以及乡村文化

认同（鲁可荣，胡凤娇，２０１８：５３）。在上述三种进路当中，技术和知识都被理解为“地方性知识”，研究技术就

是研究文化。

那么，现代的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是否仍然可以被视为文化？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成员共

享的符号、规范、价值和意义系统，那么，就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科技的文化面相。一方面，对于科学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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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成员而言，它意味着共享的宇宙观、信条、规范、模式、准则、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它也是

常识、规范和习俗———举个例子，基于对细菌、病毒的认知，注射疫苗、饭前洗手成了一种现代社会成员共享
的习俗。只不过，作为现代社会的统摄性的真理，科学的地位是如此稳固，这些惯习是如此的现代，以至于我
们几乎不会将其视为是一种风俗。实际上，科学是“多元文化的”，“科学的世界”包含不同的科学和技术的传
统，这些传统由不同的地方文化、性别视角以及认识论构成，回应着各个地方的需求（ＨＡＲＤＩＮＧ，２０１１：９）。

西方的／现代的／科学的与非西方的／传统的／迷信的知识的边界及其二元对立的建构，本身正是人类学追问
和思索的对象（ＮＡＤＥＲ，１９９６：１－２５）。

将现代科技作为研究对象，福柯及拉图尔的理论为此提供了理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关注真理制造的

历史，分析“真理体制”，即：真理出现的社会条件与机制。福柯认为历史当中知识的产生，尤其是科学思想的
巨变，都与其时代特有的“真理意志”相关。举例来说，１９世纪初西方社会开始形成现代科学的意志，与工业
社会的形成及与之相伴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真理意志是“关于所要认知的对象，关于认知主体的
功能和位置，关于知识的物质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投入的历史”（福柯，２００１：６）。真理意志一旦形成，会向其
他话语施加制约性力量，其行使的权力在于对其他话语的理性化、合法化、排斥或赋予权威。换句话说，真理
意志界定了可能的知识的“问题领域”，即哪些问题的提出是合法的，例如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社会，真理
的意志追求一种自然、真实、科学的知识。知识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话语分析，即对陈述主体的形成和

话语对象的形成及其条件的分析：谁在说、在哪里说、说的对象以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以临床医学的诞生
为例，话语的主体即拥有言说权利的职业，即医生。其话语应用的地点分布在医院、化验室、图书馆、资料库、

实验室。其客体的界定即对疾病和病人的界定。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的建立则一方面涉及医生所处的位
置，即医疗实践的机构和技术的场所，一方面涉及医生对病人的观察、描述、诊疗、教育的关系（福柯，２００７：２０
－８３）。话语分析并不是要指称现代社会所接受的真理皆为虚妄，而是为了揭示不同时代的知识与主体和权
力的关系。对于福柯而言，科学并不独立于时代的话语之外，科学脱胎于知识、从知识中显现，而知识寓于话
语实践中。知识考古学研究科学的建构，就是追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线索，分析科学如何从话语实

践当中脱胎而出。更确切地说，探究知识当中“真理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阻碍与发展，纯净与不纯净，科学
与非科学的对立”如何形成；科学知识如何区别于前科学、非科学的知识而“获得科学的资格”（福柯，２００７：

２１３）。对于学科的研究则关注自称具有科学性的话语是如何在离散的历史当中聚合起来的。① “在诸如经济
学或者生物学一类的‘科学’中，这些‘科学’极易引起论战，极易受哲学或者伦理学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
中随时都能为政治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就是，学科是如何像个有机体那样“有能力连接———

并且有能力像有着自身需要的机体那样使内在力和生存的能力富有活力———话语的整体”（福柯，２００７：３８）。

更具体地说，学科的对象、概念和理论的制订和选择的策略和规律是什么，一项命题是如何被纳入学科的。

拉图尔在其名著《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提出并没有截然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知识，科
学知识是逐渐脱出一般的知识领域，成为一个内部具有稳定规范，在外部具有宰制性权威的领域（ＬＡ－
ＴＯＵＲ，１９９３：１３－４８）。面临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欧美这样的“中心”，人类学不应该却步不前，要“从热带
回家”，在认识上去中心化，体认到“中心”也是“地方”之一（ＬＡＴＯＵＲ，１９９３：１００－１２０）。同样的，如果平视
科学知识，亦可将其视为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在方法上，研究地方的信仰体系及其专家，和在都市、大
学、实验室研究并无本质的不同。当然，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地方的知识，并不是否认其“客观性”。事实上，

主客观二元的思维结构、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实证主义方法本身，恰是研究者试图理解的对象。和科学哲学对

认识论的探讨不同，科技民族志聚焦在不同的科学技术实践当中，这样的认知图式以及规则是如何运作的，

其局限和边界在哪里，它们如何参与知识的生产，并且为不同的知识赋予合法性。拉图尔展示了实验室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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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福柯指出其知识考古学并非是对“一门学科”的研究，对学科的研究本身是对“学科间的”比较分析，揭
示其知识的分配、交错、间距、形成规律，相似性及差异性。分析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知识型”，知识型是一个时代不同学科之间
的关系的整体，是各个科学得以形成的或者说科学得以可能有所依据的方式、规律、思维结构。



高科技的、现代的生产“科学事实”的场所，亦可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田野（ＬＡＴＯＵＲ，ＷＯＯＬＧＡＲ，１９７９）。

他还通过科学史案例展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嵌入性：一种科学知识，如细菌学说，是在当时众多的相互竞争
的学说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真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一些社会群体的推动分不开。理论被接受，

是因为社会已经“准备好”接受它。所以说，一种科学事实并不是简单地被某位科学家“发现”，继而成为学术
界乃至全社会接受的真理，而是社会行动者网络共同参与生产了这个现实（ＬＡＴＯＵＲ，１９８８）。

三、科技民族志田野：获得科学的互动性专长
理解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生产过程）是科技民族志工作的核心。如果说，科学可以被作为文化来

看待，那么人类学就有能力研究科学技术知识及其实践。不过，这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回到笔者同行的一
个诘问：如果你不懂科学，还能不能研究？这就涉及具体的田野工作以及方法问题。

事实上，“不懂”本质上并不构成问题。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之前，“不懂”研究对象的语言、制度、礼俗，

不足为奇。田野工作就是从不懂到懂的过程。除了参与观察，研究者还可以通过访谈关键性人物或专家来
增进理解。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科技研究的田野工作：研究者进入一个不甚了解的社会世界，如一个专业机
构，基于较长时间浸淫其中的田野工作，学习一套术语行话，进而理解社区内部的规范、模式、关系。例如，有
研究以高能物理实验室为田野，描绘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如何与同事互动、如何做物理研究，并发现不同
物理学家关于时间空间的想法和安排、对于物质和人的基本预设都会影响他们的知识生产活动
（ＴＲＡＷＥＥＫ，１９８８：１２６－１５６）。还有研究来到中国医院的神经外科，观察医学家的工作方式和他们所秉持
的医学伦理，发现他们的科研和治疗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标准“循证医学”，但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或无效的
（ＳＯＮＧ，２０１７：１５８－１９６）。

科技民族志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常民①而言，科研的世界可能神秘高
深，封闭森严的空间，精密的仪器，复杂的数据、术语和理论令人望而却步。通过对科研世界的描绘和文化的
诠释，人类学帮助把这个社会世界祛魅。②人类学研究者可以充当其擅长的文化翻译者之角色：在科学、常民、

社会科学的不同的话语世界之间做出转译。此外，民族志特有对“总体性”的关照，通过全观的视角来描述科
技论域及其所同时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相，可以呈现有关某种科技的社会世界的全息图景。多点民
族志的方法，跨越了传统封闭的社区的边界，尤其适合在现代社会当中追溯一项技术或者物质，呈现不同群
体、社区、事件、话语之间的关联（ＭＡＲＣＵＳ，１９９５：９５－１１７），“多物种民族志”则提供了一种非人类中心的
视角，将非人之物，如动植物、设施、设备、生态环境等纳入分析当中（ＫＩＲＫＳＥＹ，ＨＥＬＭＲＥＩＣＨ，２０１０：５４５
－５７６）。对于“不懂”的担心与现代文化中“专家－常民”“科学知识－一般常识”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秩序有
关。作为接受过基础教育的现代人，人类学研究者本身很少是毫无科学基础的。实际上，这种科学素养对于
研究而言同时构成帮助和挑战———一方面，基本的科学训练让研究者具备掌握科学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

研究者自身也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科学的信条和规范。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学家和科学家恰恰共
享一套现代科学的心智。这种现代知识生产活动当中共享的心智、伦理、风气，以及合法性原则，恰恰是需要
在科技民族志中不断地反思的。

人类学因“不懂”而无法研究科技这一论断不能成立。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需要懂到何种程度”。

从既有研究来看，科技民族志涉及的知识、议题、田野环境都非常丰富，小到一种日常药物的研发（ＣＬＡＲＫＥ，

ＭＯＮＴＩＮＩ，１９９３：４２－７８），大到核设施的风险问题（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２００３：７８３－８０７）；从乡土中的农业
技术推广（秦红增，２００４：８８－９４），到实验室内部的精深知识如ＤＮＡ片段（ＲＡＢＩＮＯＷ，１９９６：１－１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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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民，这是中国台湾地区通行ＳＴＳ对于“ｌａｙ　ｐｅｒｓｏｎ”的通行译法，即相对于科学家、工程师等专家而言的普通大众，不
具备某个领域的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当然，需要不厌其烦指出的是，祛魅并不等于否定其专业性，而只是将其带回到一般的人类活动和社区的范畴，从而
进行观察和研究。



在于，对于田野中涉及的科技知识需要“懂”到何种水平，才足以支持对其进行的社会科学分析？一方面，这

是一个所有田野工作都面临的问题，即对当地文化的学习、田野工作可以是无穷尽的。就这一点而言，科技

民族志并无特异性。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的时长通常有其惯例。对于科学社会世界的研究，不一定需要以年

度为周期。不过，其期限的确定依然需要参照社群内部的活动周期，以获得一个对所关注的事件过程的相对

完整的观察。和一般田野工作一样，收集到的材料要足以支持对于研究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科技民族志

的特殊性在于，科学知识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极强的迭代性。达到专家的程度，需要持续数年的基本数理训练

及系统的专业积累。这就成了科学的“门槛”。人类学研究者不可能也无须达到专家的专业程度———正如研

究巫术并不需要达到巫师同等的水平。不过，要超越浅白的解构研究，确实有赖于对相关科学知识的掌握。

至于“懂到何种程度”，可以借助一个经典的专家研究之概念加以说明：柯林斯等对不同的“专业性”做出了区

分，提出有两种不同的专长，即“贡献性专长”与“互动性专长”（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７：７７－９０）。拥有某

一学科的“贡献性专长”，即有能力对此学科做出学术贡献，例如可以做研究、发表论文。而拥有互动性专长

者，不一定有能力生产知识，但是可以就相关知识进行内行式的交流、谈论。

对于科技民族志，研究者必须超越一般外行的理解，至少获得“互动性专长”。即至少需要掌握相关核心

术语和概念，听得懂行话，了解相关理论（可以不懂推导过程），并可以使用这些语汇进行讨论；了解相关实践

所遵循的信条、仪规和模式；熟悉日常工作的方式，理解相关的专业行动的含义。当然，通过田野工作获取的
“互动性专长”不同于科技专家的贡献性专长。两种专长涉及同样的一套知识，但视角不同。科技专家的专

业性更多来自学科内部。而研究者的视角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同时试图掌握科技知识以及其所嵌入其中的

社会的情况。这个视角将科学和社会视为是在异质的文化矩阵中产生的范畴，科学是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一

系列行动者的共同参与的广泛过程。这一系列行动者可能还包括国家及政府、研究机构、相关企业及其他社

会团体、技术的竞争者、技术的反对者，技术涉及的普罗大众等等。因此，研究者需要了解科技相关的整个社

会情境和行动者网络，而科技知识是其中的一环。

四、科技民族志实践：科学知识的文化分析
再进一步，对于科技民族志而言，需要收集和理解哪些知识、掌握到何种程度，还与研究所采用的进路、

分析框架有关，即取决于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些知识、如何分析这些知识。这与一般的民族志并无二致。笔者

以垃圾治理研究为例，简单呈现在科技民族志当中，科技知识材料是如何与分析框架互动的。

以往的环境治理研究中，包括对环境抗争的研究中，技术本身往往被当作“黑箱”来处理。笔者发现，如

果不打开技术黑箱，就无法理解相关环境决策为何招致反对，也无法理解各方的共识与争议，更无法为多方

对峙的环境社会困局找到解决之道。垃圾治理的困局就是，垃圾围城、污染严峻，然而被政府视为有效解决

之道的垃圾焚烧技术，却引发了大量的争议与反对。为了对相关技术争议做出恰切的呈现和分析，笔者采用

了“论域分析”的进路（张劼颖，李雪石，２０１９）。科技民族志围绕垃圾焚烧技术的争议展开。首先需要描述的

是焚烧技术的一般原理及其应用的概貌。垃圾焚烧即通过锅炉焚烧来消除生活垃圾，涉及一套复杂的预处

理、焚烧和排放物处理技术。当前主流的技术还可以将焚烧产生的热能用于发电。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

确定了以焚烧为主要的垃圾处理技术路线。然而，遍布全国的焚烧项目，大都遭到了强烈反对。垃圾焚烧发

电厂，成了与核设施类似的、具有强“邻避效应”的技术。垃圾焚烧厂的大规模兴建及其反对运动，构成了近

年来重要的环境事件。对焚烧技术研发、应用、支持和反对各方，共同构成了垃圾焚烧技术的论域。在本研

究案例中，将此论域区分为垃圾焚烧的应用方（包括应用技术的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技术的专家），以及反对

方（包括环保人士、周边居民）的社会世界。接下来考察技术争议的焦点，分析在各个社会世界中围绕此焦点

的知识和话语。垃圾焚烧可能产生剧毒物质“二噁英”，这是这场争议中各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既是焚烧技术

招致反对的主要原因，也是技术本身不断升级、致力改善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焦点，已经确立的科学知识

包括：１．二噁英是人类目前已知最剧毒的有机化合物之一，会对人体造成极强毒害。２．垃圾焚烧正是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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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来源之一。３．在高温条件下（高于８５０摄氏度），苯环被破坏，二噁英就无法形成。对于这些科学事实，

各方并无争议。技术专家与反对者争议的关键是：在焚烧垃圾的过程中，技术是否可以有效控制二噁英的产

生。专家指出，现有的锅炉技术与设施，可以确保垃圾的充分燃烧，从而阻止二噁英的产生。反对者则指出，

由于当地独特的饮食习惯和气候条件，导致当地垃圾的成分含水量大，而本市又不做垃圾分类，这都会造成

垃圾的不充分燃烧，也容易导致排放处理装置的失灵。因此，垃圾焚烧作为全球广泛应用的先进技术，却并

不适合本地。在论辩过程中双方调动了不同的知识来生成其对技术的表述。即使是反对方，也并非专家所

指的“非理性恐慌”。他们同意相关科学事实，如二噁英的理化特征、燃烧的过程。双方的分歧在“技术的地

方适用性”上产生，专家力图呈现此技术的高科技和普适性，反对者则援用其地方性知识来论证本地的特殊

性，继而说明技术的不适用。

上文简略呈现了针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所做的论域分析。完整的民族志和技术细节并未一一展开，这

里只是试图说明，科技民族志对科学知识的叙述，取决于分析进路的选取。一方面，田野工作获得的材料决

定了适用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分析框架又决定了所需收集和掌握的科技知识的范围和程度。科技民族志

可以采用的分析框架很多。采用不同的分析进路，对于作为材料的科技知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讲述出来的

是不同版本的科技民族志。例如，在前文的论域分析中，分析的对象是不同社会世界中围绕共同焦点的话

语，科技知识也被视为是不同层次上的话语。对作为话语的知识进行分析，意味着收集多方专业文本资料，

需要掌握相关符号、概念、陈述、理论和各种版本的表述，还需要了解各方对话和争议的涵义及策略。而如果

要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那么，科学技术，包括物质化的设施，都被视为是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

这些行动者和其他的人类行动者、组织、机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相关社会事实。要对此做分析，就意味着

在理解相关学说的同时，还需要对不同行动者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情境、机制、过程、历史加以关照。

五、结语
“科学战争”之后，横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依然深重。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而言，“走

出洞穴”道阻且长。然而，无论如何，学科鸿沟不应该构成障碍，成为人类学因为“不懂”而“不敢”研究科学的

理由。人类学研究者大体不会担心自己不懂异乡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或技术。而对于研究自己“不懂”的科

技的焦虑，恰恰反映了一种研究关系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研究往往是主体对客体的、中心对边缘的、现

代对前现代的、科学对传统的、学术对地方的凝视与诠释。面对在现代社会认授的真理体系居于“上位”的科

学，才开始担心自己“不懂”。对于科技民族志的反思恰恰在这种不安中产生。正可以借此契机再思考人类

学研究中的知识、权力与方法问题，从而增进研究的坚实性和想象力。

对科技相关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粗略区别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将所涉及的科技视为黑箱，不加剖析。

而科技民族志则是另一种范式，它尝试打开科技的黑箱，将相关社会行动者与物质、设施、环境、空间、知识同

时置于分析的棱镜下。例如，研究核设施反对运动，前一种范式仅分析运动的行动策略或组织动员机制，后

者还会分析核物理知识的生产和界限、核能技术的转译与争议。研究空气污染，前者测量市民对污染的认

知、防治行动和意向，后者还会同时关注污染物的生产机制与治理技术。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前者关注技

术产生于其中的相关组织、制度、政策，后者还会去检视其知识内部的迭代、竞争和积累的逻辑，理解其更新、

越迁的路径，追溯不同的技术范式和源流。科技民族志试图首先进入科学世界的内部，理解其逻辑和意义、

剖析其知识的内核，然后从外部呈现并诠释这个社会世界的全貌及其文化。

以理解人类社会与文化为志业的人类学研究不应该在生物医学技术、信息工程等“科学真理”面前宣称

无能为力，止步不前。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技术风险、病毒肆虐，既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

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虽然人类已经掌握了强大的科学知识，却很难仅凭技术解决问题。特别是，今

天面对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苦难和冲击，科技本身并不能即刻提供灵丹妙药，更不能确保一劳永逸。对于

现代风险社会的复杂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基于多种知识、文化、价值合作的治理能力，而这恰恰需要“合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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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的参与和努力（秦红增，２０２０：５５－５６）。科技民族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反对科技的霸权，挑战科学对

人类所面临问题的专断的解释，更在于它试图审慎地理解科学，在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常民之

间做出翻译、搭建联结，提供新鲜但是足具坚实性的视角。科技民族志的田野和写作，都鼓励跨学科的对话。

这种对话呼唤跨学科的研究者，也呼唤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而只有自然与人文社科具有实质意义

的对话，才能达至人类不同学科的知识的本意———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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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ｈｏｓｅ　ｋｅｙ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ＡＮＴ（Ａｃ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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